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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的出版历程与
余秋雨的出版理念浅析

张世海

（安阳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安阳 ４５５０００）

［摘　要］余秋雨在文学界的成名始于《文化苦旅》，这本散文集的出版一波三折，最后取得非凡的
传播效果和销售业绩，其出版历程体现了出版业中创造与传播的良性互动。余秋雨对出版业也有

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出版的重心是创造与传播，出版要立足当代，传播文化，并创造新的文化；现

代的出版机构要培养敏锐的问题意识，把目光从浩若烟海的典籍转向生动的社会生活，在策划选题

前走出办公楼，走进知识和文化创造者的世界，发掘其才情智慧。“创造与传播”的出版理念对当

代出版业有重要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具有传播和创造的主体意识，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共

产党执政与建设的历史经验、西方文明成果三个源头获得资源，促进了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对于古

籍出版者来说，不是所有的历史文献都值得出版和传播，对历史文献的筛选、整理和出版，若缺乏对

当代社会问题和文化需求的深刻洞悉，就可能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同时又无益于当代文化的创造

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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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理念，简言之就是对出版业的本质和核心
任务的看法，这种看法会直接影响出版活动，并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着出版业的成败。一般来说，每隔十

年左右出版业的从业人员都会有一定比例的更替，

新的出版从业者必须对这个问题有透彻的思考。当

前，传统出版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出版行业所面临

的技术基础、社会观念、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

变，其中数字技术的发展已先于学术界的研究和

思考。

在印刷时代的黄金时期，英国出版业巨子、出版

思想家斯坦利·昂温在１９２６年出版了《出版概论》
一书，该书被喻为西方出版业的“圣经”。昂温认

为，“出版工作要向准备跟随先驱人物走新路的人

提供远为激动人心的奇异经历，应热心帮助人们克

服麻木不仁、无知和偏见，尤其要帮助人们关怀真理

的发展”［１］。１９８０年代末到１９９０年代初，上海人民
出版社异军突起，出版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著作，引

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吴士

余在谈到这批书的策划时写道：“一个民族的精神

财富，除了通过长期的积累和历史沉淀，形成其稳固

的民族传统文化外，从横的层面来说，每一个特定的

时代，又都必须致力于建设和创造具有这个时代特

色的新文化，并使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断得到充

实。”［２］关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理念，我将在下

文作深入分析。著名出版家聂震宁认为，“出版者

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作者协同进行内容创新，发现作

者、发现文稿、策划选题并组织内容创新，这是非常

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给读者做好服务、引导和推介，

这样才能完成整个创新的过程。出版者在内容创新

中应当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３］。面对数字技术给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５年

传统出版业带来的危机，四川教育出版社社长雷华

认为，出版业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出版人的

创造力不足，传统出版业面临的问题“不是读者变

刁难，难以伺候，而是出版人智穷，缺乏创意，出版物

质量下降。创意是一种创新，要求我们的理论、思

想、方法、手段必须是独到的、新颖的、从没有过的；

创意是一种突破，要求我们在产品内容、呈现方式、

传播渠道等方面要有新的突破”［４］。

除以上来自出版界和学术界的观点值得关注

外，当代文化界名噪一时的余秋雨的出版理念也值

得编辑出版理论界关注，其原因有二：其一，他是当

代中国罕见的畅销书作家，尽管饱受争议，但谁都不

能否认，他多年来所出版的每一本书都销量不俗，深

入探究这一出版现象对中国编辑出版业有现实意

义；其二，余秋雨作为文化研究者，其研究对象很宽

泛，其中也包括出版业，曾专门撰文探讨出版业的使

命。由于余秋雨出版的著作数量较多，常需要与编

辑出版界交流，因此他对出版领域的了解与认识比

一般的作者更多、更深。出版界和学术界研究出版

理论时，一般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和具体背景，较务

实，而余秋雨的讨论多务虚，其视野较为宽广，时间

跨度上百年，纵横古今，横跨中外，角度新颖，很值得

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拟对《文化苦旅》的出版历

程与余秋雨的出版理念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期为当

今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与《文化苦

旅》的出版历程

　　文化散文是在余秋雨成名之后逐渐发展起来
的、以历史为题材、语言优美华丽、有着深厚的人文

情怀和终极追问的散文。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散

文几乎专属余秋雨，这个文体的盛与衰也系于余秋

雨这个人，这种情况在当代文坛上并不多见。余秋

雨的文化散文经历了一个最初只是在文化圈小范围

内有一定影响到结集出版遭遇挫折，再到１９９０年代
中期风靡一时、最终影响力才渗透到市民文化层面

的过程，其实这是余秋雨个人的主观创造和出版界

营销传播方式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１．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特点
余秋雨的语言才华和叙述技巧在其早期学术著

作里就已显露无遗，他于１９８３年出版的《戏剧理论
史稿》（２０１３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时将其更名为
《世界戏剧学》）语言还比较庄重质朴，但读起来一

点都不觉得枯燥，已经显示出其散文的特定语言风

格了。兹举一例。在分析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学时，

他写道：“这种文艺发生在贵妇人主持的客厅里，一

切文艺作品若想流行于法国上流社会，先得进一进

这些客厅的大门，博取坐在那里的高贵的主人和客

人们的微笑。可以想见，这儿需要矫饰、缠绵、纤巧。

自命风雅而又有着较高文化教养的人们毕竟也是爱

挑剔的，因此这儿要求着词章的纯粹、风格的高雅、

文体的整饬。”［５］余秋雨语言才华在其后来的写作

中得到充分释放，其散文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语言华

丽优美和叙述精巧别致。朱国华曾深刻地指出，

“故事＋诗性语言 ＋文化感叹”已经成为余秋雨散
文写作的一条有效的流水生产线［６］。

有人说余秋雨的散文都是华丽辞藻的堆砌，缺

乏思想深度，这是有失公平的。因为余秋雨早在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成名之前，学术上就已经有了极扎实
的积累，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美

学等学科，应该说，其钻研的深度和广度都高于同

侪。这种丰厚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思维训练为他后来

创作的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毋须讳言，他的

思想缺乏系统，大多是灵光乍现，包裹在华丽的词汇

中。由于他拥有极高的语言和修辞天赋，再加上他

对戏剧表演及受众心理学既有理论造诣又有创作心

得，能活学活用，所以，一个日常简单的道理，经余秋

雨一表述，就立即显得有深度有韵味，再加一抹淡淡

的感伤怀旧，使人读起来感到满口余香，回味悠长。

语言优美、叙事精巧、浅显通俗、有思想闪烁、有

淡淡的感伤，这些正是余秋雨散文创作的特质。余

秋雨创作才能已具备，只缺发掘他的“伯乐”了，而

他又幸运地遇到了“伯乐”。

２．《文化苦旅》的出版历程
１９８７年中国正值散文热，但当时的散文存在很

多弱点：有的偏重于政治说教而失去了文学的可读

性，有的充满学术语言而晦涩难懂，还有的过于浅显

以至于显得幼稚。当时，余秋雨的大学同学李小林

在《收获》杂志担任副主编，借这种同窗之谊，余秋

雨先向李小林提出想写散文，他试写两篇后，李小林

读来感觉不错。１９８８年１月，《收获》杂志专为余秋
雨开设了《文化苦旅》专栏。１９８９年，创刊不久的
《鄂西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组笔谈文章，编者按认

为，《文化苦旅》“表现出对人类文化整体生存命运

的关注，显示出一种由传统散文的‘悟道’与现代人

的开放思维交织而成的恢弘深邃的艺术境界”［７］。

余秋雨感觉遇到了遥远的知音，还应邀寄去一篇文

章交代写作缘由。由此可见，《文化苦旅》这个专栏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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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仅限于文学圈。

余秋雨的散文要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需要

遇到编辑出版界新的“知音”和新的“贵人”，而他又

幸运地遇到了，虽然过程有点曲折。

南方有一家出版社跟余秋雨商量后，决定将其

散文结集出版，放在旅游景点销售。当然，他们一开

始可能并没有告诉余秋雨这个真实的意图，等他们

开始着手编辑时，发现这些“苦旅”文章并不适合在

景点销售，于是不得不大幅删减。李小林得知此事

后出面干预，要求这家出版社把原稿寄回。可寄回

的原稿已经面目全非，“扔在书房角落里，像一堆废

纸，有杂志的复印件，有他手写并修改过的，还有几

块内容用糨糊粘贴的”［８］。余秋雨看到这堆稿子也

不禁心灰意冷，“几次想把它投入火炉”［９］。

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想把《文化苦旅》这一散

文集放在他们的散文丛书中出版，余秋雨嫌丛书作

者太多，他的散文可能湮没无闻，并没有同意。就在

这时，余秋雨遇到了他的另外一个“贵人”———与余

秋雨有多年私交的上海知识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的前身）的编辑王国伟，当王国伟得知此事后，决定

对余秋雨的散文重新编辑，精心策划，此决定是余秋

雨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王国伟的建议也得

到了时任上海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施伟达、社长朱效

荣的鼎力支持”，“决定作为本社重点图书立项和运

作，出版形式决定以精装本为主。在当时出精装本

是出版社给作者一种高规格的出版礼遇”［９］。之

后，王国伟又让余秋雨补写了几篇文章，书稿从１８
万字增加到２３万字，《文化苦旅》最终得以出版。

《文化苦旅》出版之后的营销也做得很成功，一

些举措在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创举。

上海知识出版社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举行《文

化苦旅》首发式，吸引了五十多家京沪媒体集中报

道采访，出版方“还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

签名售书、讲座报告会、见面会及读书活动等”［８］。

出版社的精明与远见还体现在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数

量庞大的中学生群体。当时政府大力推进爱国主义

教育，一些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中学生群体中没

有太大吸引力，效果不彰，而《文化苦旅》中很多歌

颂祖国大好河山的篇章，对传统文化虽有一些嗔怨，

但总体上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恰恰暗合了

这一主旋律。于是，出版方“利用多种渠道和影响

力，向教育部门推荐，《文化苦旅》的不少篇章顺利

被选入各类语文教材”［８］。学生毕业一届又有新的

一届，这种稳定的读者群使《文化苦旅》保持长期畅

销的势头。

经过这次精心策划、编辑出版和市场营销，余秋

雨之前的知识和理论积累、丰富的游历、高效的“流

水线写作模式”开始产生作用，其丰富的创造素材

和技巧得到了出版界的认可。至此，散文家余秋雨

正式闪亮登上中国文坛。余秋雨经过这次商业出版

的洗礼之后，对出版界的作用有了深刻认识：“对我

来说，我的落脚点就是出版社，因为只有出版社才能

将精神产品转化为物质产品，流播于世，它是让作家

与读者直接接触的前沿。”［１０］

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究竟是一种文化快餐还是

文化精品，它有没有进一步成长的空间，是否能形成

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范式并对未来的文学创造产生有

益的影响，这些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它有待文

学理论家进行深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出版界

发掘并成就了文化散文，其成功得益于对传播模式

的创新。也就是说，余秋雨散文的出版过程和空前

成功证明了出版界在文化成果的创造与传播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二、余秋雨的出版理念

余秋雨的研究兴趣很广泛，从最初的戏剧专业

跨到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经过长时间的积累，１９９０
年代中后期他借着《文化苦旅》的热销持续发力，创

作了大量文化散文，将其语言才华和高效的写作模

式发挥到了极致。笔者粗略统计一下，他的各类作

品仅在中国内地就被超过２０家出版社出版过，其对
国内人文类出版社的运作流程较为熟悉，对文化与

出版之间的关系也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１．出版的重心是创造与传播
余秋雨的出版理念散见于他的各种作品中，最

集中体现在他的一篇题为《文化理念与出版理念》

的文章中。在这篇文章里，他直接而清晰地阐述了

他的核心观点：“出版的重心是传播与创造”，“在一

个文化遭到严重破坏的境况中，出版的主要责任在

于文化的积累与传承，但在如今这个时代，积累和传

承却只是出版的小部分的、非重要的使命”［１０］。我

们认为，余秋雨提出的“传播”与“创造”是两个并列

关系的词，通观原文，余秋雨在使用这两个词时并没

有在它们之间建立某种逻辑关系。本文在论述的过

程中，会根据论述内容的逻辑调整这两个词的顺序。

余秋雨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而文化

的转型却显得迟滞，这种迟滞会使人们在适应社会

变化时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殊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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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和最重要的议程，并非所有这些问题都能从

历史和传统中找到答案和启示。出版要立足当代，

传播文化，并创造新的文化。从这个角度说，余秋雨

的观点是具有一定价值的，笔者完全赞同。

余秋雨的观点虽然比较简单，但理论的力量恰

在于简单所揭示的本质，如果我们从理论上把握了

编辑出版业最重要的职责，就能在我们的出版活动

中建立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在中外出版史上，积累

与传承和创造与传播是两个不同的原则，它们各自

产生的结果也有天壤之别。

余秋雨比较了近代以来中西方出版理念的差别

和它们产生的不同社会影响。他认为，向后看，创造

意识淡漠是中国文化的痼疾。１８世纪末 １９世纪
初，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发展方向上出现了巨大的反

差，中国向古老和细节上深下工夫，推至极致，以段

玉裁、姚鼐、翁方纲为代表的学者在古文字领域投注

了巨大的精力；而此时西方却出版了黑格尔、康德和

席勒等学者的原创性著作，从而揭开了启蒙运动的

序幕。在自然科学领域西方也出版了一批经典著

作，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西方的差距由此越来越

大。１８３１—１８３２年，中国重修《康熙字典》，现在那
个字典的很多文字已经死去；而法国出版了雨果的

《巴黎圣母院》，那部经典至今仍然焕发着艺术魅

力。１８３２年６月，中国学者王念孙和英国学者边沁
同时去世，前者皓首穷经，把毕生心血都耗费在古典

文献上；后者着眼当下和未来，出版的著作在一定程

度上塑造了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形态［１０］。

余秋雨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出版业高度繁荣，人

人都爱读书，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体气象和国民生存

状态都将发生巨大转变。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用感

性华丽的语言建议青年人多到书店走走，感受文化

创造的前沿，享受书香氛围，接受知识熏陶：“崭新

的纸页，鲜亮的封面，夸张的宣传，繁忙的销售，处处

让你感受到书籍文明热气腾腾的创造状态，而创造，

总是给人一种愉悦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读书人是一

种莫名的滋养，使你在长久的静读深思之后舒展筋

骨，浑身通畅。”［１１］

２．出版者要走进文化创造者的世界
在当代国际社会，文化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中

国当前也正处于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态势之

中，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

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即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

性深处也有一种无法压抑的对新奇丰富的精神活动

的追求，在物质发达的年代，这种需求更加强烈，而

当前中国的文化产品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经济

的信息化、知识化，以及对智力创造活动的更高依

赖，对出版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出版业是文

化产业所有门类中最基础的产业，它不仅直接生产

文化产品，还为社会各个领域提供原创性的知识，推

动社会变革，并为转型期人们迷惘躁动的心灵构建

温暖的精神家园。余秋雨认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出版社很难以堂皇如衙门般的阵势，通过安排人事

和选题而产生优秀文化成果［１０］。现代出版机构应

培养敏锐的问题意识，把目光从浩若烟海的典籍转

向生动的社会生活，在策划选题前走出办公楼，走进

知识和文化创造者的世界，发掘他们的才情智慧。

“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年代，优秀的写作者总是极

少数，这样的写作者，有着独特的气质、超于凡众的

高度，他们身上闪耀着可以打动读者心灵的亮光，优

秀的出版人，要能够一眼发现这样的人。”［１０］只有这

样，出版业才能更好地承担创造与传播的社会职责。

《文化苦旅》在文化界一炮走红之后，余秋雨又

陆续出版了多部畅销书，其本人的出版营销技巧也

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在凤凰卫视录制的一

个系列节目成书出版时，余秋雨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这本书的主要亮点，是我和北大学生一起创造了

一种最生动的课堂方式，曾在播出时让知识界极为

感动。这将成为中国出版领域的一件大事。”［１２］这

段话后被印在封面折页上，上面还配了一幅余秋雨

坐在椅子上派头十足地挥动双手讲话的图片。后来

的事实证明，尽管他参与的节目收视率也不差，但远

没有达到“让知识界极为感动”的程度，当时很多看

过电视节目的观众现在只记得一些镜头中的肢体语

言，记不起他在电视上到底讲了些什么；根据该档节

目而结集出版的书销量确实不错，但远远没有“成

为中国出版领域的一件大事”。

作为一个常与出版社打交道的畅销书作家，余

秋雨有自己的独特思维方式和文化视野，他观察出

版界的角度更独特，融入了个人的出书经验。他的

畅销书出版的过程其实也是他对个人出版理念的诠

释过程，他在与出版社的互惠互利中，完成了对自己

作品的创造与传播。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他用自己的

方式对历史进行解读，并且其解读方式不是传承与

积累，而是创造与传播。他称受黑格尔的启示，认为

“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历史学家

常常不得不承担化验和清理灰烬的任务，而作家则

直接用自己的体温去感知历史的余温”［１３］。这种写

作方式跟他的出版理念也是一致的。以余秋雨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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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推之，即使是出版经典文献，也不能仅仅把目标定

为传承与积累，一定要加入创造性的元素，比如使用

新的载体，加入新的阐释，进行新的编排，增加新的

材料，以及创新传播方式，总之，应在经典文献与当

代社会之间创造一个沟通对话的机会。

　　三、创造与传播在当代出版实践中

的运用

　　尽管面临着数字技术的强烈冲击，但当代中国
出版业仍然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积累与传承、创造与

传播及社会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创造与传播

的出版理念正在当代出版实践中得到运用。

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创造性策划
中国的现代出版理念始于商务印书馆，而商务

印书馆的核心理念也可以归结为创造与传播。商务

印书馆之所以能得到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

它能为剧烈转型的时代提供新的文化成果，并传播

这些文化成果。正如现代出版家王云五所总结的，

“政治上每经一度之变动，文化上辄伴以相当之改

进。而对此改进之工作，三十年间不绝赞助且赞助

最力者，其唯我商务印书馆乎”［１４］。

１９８０年代末到 １９９０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经
济体制大转型的前夜，那时既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日

益僵化，“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又割断

了中国的文脉，知识阶层弥漫着焦躁的气氛。中国

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但这种创造又不是凭空的，

它需要出版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并且在分析的基

础上有准确的判断，有针对性地发掘以往文化成果，

以便为这种创造提供基础。

在这一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影

响深远的著作，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

现代的学术视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如《中国古代

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道教史》《中国伦理思想研

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中国

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士与中国文化》《道教

与中国文化》等；第二类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所积累的历史经

验，如《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道路和前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当

代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法学４０年》《经济法》等；第
三类是西方学术经典及当代最新学术思想和学术成

果，包括近千页的大部头工具书《外国学术名著精

华辞典》和系统全面的《青年译丛》等。我们可以看

出，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一种明确的主体意识，希望从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建设的历史经

验与西方文明成果三个源头上获得资源，以促进中

国的新文化创造。曾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

总编辑的吴士余先生在谈到策划这三类著作出版时

说：“应该说，接受前人的文化遗产，并不是被动的，

而是主动的，是有选择、有创造性的。这种文化传递

中的主体意识，同样也是出版工作者所必须的。”［１５］

如果出版者失去创造和传播的主体意识，追求利润

至上，一味迎合读者和市场，最后的结局可能就是经

济和文化的双重损失。当代中外出版界的很多问题

虽有技术方面的冲击，但主要在于创造力的丧失和

对市场无原则的迎合。日本出版理论家小林一博研

究了日本的出版危机后也得出结论：“对市场的时

尚的亦步亦趋扭曲了原本的文化教育和文化追求，

文化变成了对市场和时尚的讨好与追求；出版对阅

读口味和视野的引导，变成了对读者偏好的迁就和

附和。读者的口味愈下降，出版就愈迁就，长此下

去，读者和出版的素质都会下降，社会文化也会日益

滑落。”［１６］

２．古籍出版中的创造与传播
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文化

的价值，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发现，“几乎所有亚洲

社会都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种态度深

深植根于亚洲传统之中，而且可能恰恰是亚洲传统

的最基本要素。东亚的经济奇迹显然得力于集体努

力追求这个优异的亚洲传统。因此，亚洲高速现代

化的强大深层基础乃是它的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方

式”［１７］。在普通民众层面，比起政治说教或者西方

的价值观，人们发现传统的处事方式和价值观念能

更有效地解决当下的问题，如诚信问题、家庭教育问

题、企业管理问题等。

在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剧烈转型的背景下，这种

传统文化热潮的本质是一种创造当代新文化的强烈

需求，人们希望用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观来对当

代各种社会问题进行纠偏。这种需求带动了中国相

关领域的出版发展。当出版者在选择积累和传承某

种类型的经典时，必须对当代社会有深刻的认识，并

预先设想出未来新文化的形态，从传统文化中提炼

可以用来建构新文化的元素，为新文化的创造和传

播奠定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丰富、庞杂的整体，每一种

理论体系都有其优劣，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代以

前的各学派有过精辟的论述：“阴阳之术，大祥而众

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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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

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

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

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

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

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

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

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

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

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

逸。”［１８］而汉代以后到清代的漫长历史留下了更为

浩瀚多元的传统文化资源，后世的很多新思想和新

观念，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渊源和理论依据，这给古

籍出版界提供了丰富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一门需要

精心研习的艺术，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

因此，对于中国的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岳麓

书社这样的以出版古典文献为专长的文化机构来

说，创造与传播这个理念也有一定的价值。不是所

有的历史文献都值得出版和传播，对历史文献的筛

选、整理和出版，若缺乏对当代社会问题和文化需求

的深刻洞悉，可能会因出版物的滞销而蒙受一定的

经济损失，又无益于当代文化的创造和传播。黑格

尔曾在《美学》中写道：“历史的东西虽然存在，却是

在过去存在的，如果它们和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什么

关联，它们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尽管我们对它们很熟

悉；我们对于过去事物之所以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因

为它们有一度存在过。……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

事物必须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

它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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